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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G20、中美“休战”与紧缩的国际体系
发表时间：2018-12-04 15:31 来源：国际网
http://comment.cfisnet.com/2018/1204/1314545.html 
在G20峰会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逻辑凸显出来。脱钩，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仅国家之间的关系脱钩，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也在脱钩，世界朝着“零国集团”的方向滑落。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提供了90天的谈判和磋商的时间，至于未来前景如何，还要看双方经济官员能否在这一揽子议题达成共识或者妥协。在G20峰会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日渐消失的昨日世界，但明日世界如何，还不得而知。
今年的G20阿根廷峰会可能是最不具有多边性的一次聚会了；几乎没有人再关注G20峰会之后达成的联合公报，因为焦点都集中在了中美元首一次长长的晚餐会上。而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的贸易战“休战”也让这次G20峰会不会显得没有什么成果。
多边搭台，双边唱戏，是这次峰会最大的看点，见或不见，都是新闻。G20峰会的本来功能是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然而，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经济合作是非常困难的，WTO的改革甚至生存，在这个日渐紧缩的国际体系之下，都成了一个问题。
一．G20阿根廷峰会的地缘政治色彩应该是最浓烈的一次了。卡舒吉被杀的余波犹存，沙特王储萨勒曼还是以极大的勇气出席了峰会，从画面上能够看到萨勒曼的形单影只。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都向萨勒曼表达了强烈的关切，尤其是马克龙的表态，可以说是一次完美的表演，至少表达了欧洲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卡舒吉之死不仅让沙特这样一个全球最重要的产油国在国际舞台上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而且对美国-沙特的双边同盟关系造成了极大冲击。特朗普已经选边站在萨勒曼一边，但是中情局等美国情报部门以及国会还是认为萨勒曼王储与卡舒吉之死有着直接关系。卡舒吉之死已经成为沙特短期面临的最大外交挑战，加上也门连绵不止的战争和饥荒，沙特尤其是萨勒曼王储的国际形象已经非常负面。
除此之外，在G20之前，俄乌在刻赤海峡的激烈对抗，让普京总统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特朗普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原计划与普京的会晤，在晚餐间隙，两位领导人还是聊了几句，当然主要是关于俄乌问题。让特朗普比较糟心的是，关于2016年大选的调查可能会有新的变化，对特朗普不利。对流产的美俄首脑会晤，普京似乎并不很在意，他说，特朗普是个成年人了，而且他很有经验。默克尔在早餐时与普京有接触，希望俄乌对峙不要升级。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呼吁各国领导人能够借此机会讨论叙利亚、也门等地缘政治的问题。
普京和萨勒曼见面的镜头基本折射出了当下世界政治的“戏码”：二人见面时略带夸张的笑容和击掌握手，也许是为了发泄不满，也许是一种政治表演，显示两国的团结，当然也是同病相怜。当然，面对这样的形势，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有人也认为西方已经是没有牙齿的老虎了。
可以说，地缘政治压倒了地缘经济；在G20成员国之间发生的地缘政治龃龉，根本不可能在多边场合得到讨论，更不要说是解决了。在G20走过了十年之际，一个日渐尖锐的问题出现了：没有地缘政治合作，多边经济合作是可能的吗？当G20成员国之间因为卡舒吉之死、俄乌冲突而采取越来越严厉的经济制裁的时候，G20还能奢望就全球宏观经济达成集体行动的共识吗？
二．在G20峰会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逻辑凸显出来。脱钩，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仅国家之间的关系脱钩，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也在脱钩，世界朝着“零国集团”的方向滑落。
第一，大国协调与合作的意愿在下降，摩擦甚至冲突变得越来越平常。当代世界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秩序的全球化和世界化，大国治理是秩序的基石，大国之间需要协调，大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责任，同时大国也对小国有义务。G20无疑就是大国政治的产物，全球主要经济体组成的一个超级俱乐部。在经济危机期间，G20为各国之间的沟通理解提供了渠道，也为世界经济走出困局提供了助力。现在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大萧条的水晶球不在了，大国合作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
第二，不平衡发展改变了治理格局，随之而来的是责任与权力的重新分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还没有得到确证，但是中国实力的抬升是不争的事实。特朗普“退出主义”的核心原因就是不愿意再承担全球治理的成本，关注的是美国的相对收益；在G20之前，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认定，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占美国的便宜，他对“发展中国家”也失去了耐心，要的是对等贸易。不是美国遇到了挑战，而是美国已经厌倦了现有的体系；可以说，美国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国家”。
第三，源于1970年代，并在冷战后不断强化的全球化浪潮出现了分岔，甚至是逆转。过去40年，全球化如同潮水一样涌动，全球商品、资金、技术和人员的交流掩盖了诸多的矛盾。40年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开始释放，对本土利益的强调压倒了全球化话语，仅仅两年时间，全球政治话语已经出现了180度的转折。
[bookmark: _GoBack]第四，支撑全球化的地缘政治结构正在裂解，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来临。“冷战”后美国一枝独秀，也可以说是单极世界。2001年后，全球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球安全话语和安全态势。美国从2009年开始进行战略调整，结束了伊拉克战争，2014年从阿富汗进行撤退，即便在叙利亚危机、ISIS兴盛的时候，美国都保持了高度的克制。特朗普上台之后，试图塑造一个“有性价比”的安全结构，无论双边军事同盟，还是北约，都需要盟友承担更多费用。大国回归传统、强势领袖频出，外交与安全已无定法，因时因势而变，规则让步于策略。
三．中美关系是当下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没有之一。在G20峰会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两国元首抓住今年最后一次重要机会实现了会晤，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率的磋商，为中美贸易战按下了暂停键。
中美双方达成的基本共识包括：芬太尼被列入受控制的物质，向美国输出这种物质，会受到法律制裁；高通-恩智浦的交易若再次递交，中国会允许。可以说，这两项都是具体的成果，也是在短期内可以执行的。
另外，美国不提高关税水平，而中国将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能源等，以此减少贸易顺差，努力实现中美贸易平衡。今年5月中美高级别磋商时，基本达成了类似的共识。关键的一点在于，在未来90天内，中美将就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服务业等多项议题进行谈判。
可以说，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提供了90天的谈判和磋商的时间，至于未来前景如何，还要看双方经济官员能否在这一揽子议题达成共识或者妥协。
在G20峰会之前，美方透露出的信息是比较强硬的。但最后的结果表明，特朗普是最终的拍板者，白宫的“鸽派”（库德洛、姆努钦）和“鹰派”（莱特希泽、纳瓦罗）都参与了午餐会，应该说最后的结果也是两派之间妥协的结果。但对于拥有“水银”一般好动心灵的特朗普来说，共识是暂时的，他要的结果却一直没有变化。给“鸽派”的是一个谈判的机会，给“鹰派”的是谈判有时限。
美国对华战略是不是因为这次休战而有了根本转变，现在来看似乎并没有，比如彭斯的一系列讲话，尤其是10月的对华政策演讲，代表了白宫的基本态度。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中美之间的“马拉松”不会停歇。G20峰会前夕，美国舰队在今年内第三次穿越台湾海峡；白宫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认为，半年内中国的改变微乎其微。而纳瓦罗、莱特希泽的“在场”也说明贸易战的团队依然如故。
中美是不是要陷入“冷战”的泥潭之中呢？首先要清楚：“冷战”的要素有哪些？核武器加阵营化的对垒。现在来看，中美关系中有一些构成“冷战”的要素，比如两国都是核国家，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上存在着分歧。但中美并不是两个平行市场，而是嵌套在一起；在经济上，中美关系就是孙悟空与铁扇公主的关系，真正的危险时刻是孙悟空从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跳出来时。另外，中美之间还没有形成阵营的对垒，而是灵活的外交。当然，美日印三方领导人会晤也越来越呈现出印太战略具有的“阵营属性”。
在G20峰会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日渐消失的昨日世界，但明日世界如何，还不得而知。

廉德瑰：推进中日关系还需清除哪些障碍
发表时间：2018-12-04 15:29 来源：国际网
http://comment.cfisnet.com/2018/1204/1314544.html 
日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突破日美同盟发展中日关系在现阶段并不现实，但破坏中日关系以取悦美国也不符合日本利益。日方如果真的期待中日两国关系能由竞争转为协调，由相互威胁变为伙伴，发展自由公正的贸易体制，就应淡化日美同盟的反华色彩，追求和平与合作的目标，管控三个争论焦点，坚持四个文件精神，排除障碍和干扰，共同推动中日关系走向广泛合作的新时代。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成功访华为契机，两国关系风雨过后，渐露彩虹。日方希望两国关系从此化竞争为协调，互利合作，互不构成威胁。中方则强调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敏感问题，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然而，两国要真正实现和解，还需正视现实，克服难点。
首先，要正视一个战略前提，即日美同盟。日美同盟是一个实际存在，它是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对日占领的背景下形成的，美军基地遍布日本各地，日本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美国掌控之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两国提出世代友好的愿景，同时鉴于现实考量并未触及日美同盟。对日本来说，这个同盟既是制约其所谓“普通国家”化的紧箍咒，也是其防卫政策的重要一环，日本的任何对外战略调整，都必须考虑美国的舒适度，中日关系也不例外。比如，近年来尽管日本拒绝参加美军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但又不得不去那里活动，这既是向中国施压，也是给美国一个交代。安倍访华回国后，NHK电视台播放了“加贺”号在南海被我“兰州”舰跟踪的视频，很是耐人寻味。联想到10月27日安倍访华的最后一天，特朗普扬言要对日本商品征收20%关税和29日安倍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强调日美印澳战略合作，也足以让人感到日本外交“捉襟见肘”的矛盾性。
其次，要重视两个基本目标，即和平与合作。在不触及日美同盟的前提下，中日两国也不是不能改善关系。邦交正常化时两国达成了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共识，还把两国间关系定位为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关于互利合作，田中角荣曾说过：“日中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最值得高度评价的是中国方面放弃了一切对日赔偿要求。……日本应该对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日方从1979年起总共向中方提供了约320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中国也向日本开放了广阔的市场，如今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如今，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尽管在日美同盟前提下，但中日务实合作，还是前景可观。
第三，要管控三个争论焦点，即历史、台湾和领土问题。三个焦点是在追求和平与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关于历史问题，日方曾在1998年表示过：“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但前首相小泉曾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安倍首相也向靖国神社献“真榊”，造成中国人民无法相信日方在历史问题上有反省的诚意。关于台湾问题，日方曾郑重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但日本的亲台派至今与台湾当局藕断丝连，试图打台湾牌，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关于钓鱼列岛问题，日方无视史料，硬说这些岛屿是无主地，还破坏搁置争议的共识，强行将该岛屿国有化，导致两国关系降入冰点。中日关系要想长期稳定，就必须克服这三个难点，求同存异，尊重感情，以心传心，有效管控分歧。
第四，要坚持四个文件精神，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中日联合声明》。这四个文件是中日两国在日美同盟前提下达成的解决争论焦点问题的政治协议，通过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就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达成了最大限度的政治共识，并在1978年以条约的形式把这些共识固定下来。1998年又与时俱进强调了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强化了和平与合作的目标，日本承诺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2008年，两国提出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愿景，给中日关系以新的定位，日方还承诺继续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并共同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坚持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就是遵守承诺，回归友好合作的原点，就是不忘初心，共创未来的保证。
日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突破日美同盟发展中日关系在现阶段并不现实，但破坏中日关系以取悦美国也不符合日本利益。其实，中日关系并不针对第三国，中国既不试图拉日本反对谁，也不希望任何同盟成为反华的工具。日方如果真的期待两国关系能由竞争转为协调，由相互威胁变为伙伴，发展自由公正的贸易体制，就应淡化日美同盟的反华色彩，追求和平与合作的目标，管控三个争论焦点，坚持四个文件精神，排除障碍和干扰，共同推动中日关系走向广泛合作的新时代。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文章转自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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